











    中西文化论争中，有一类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爱国自大”的人们，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窦丛生，也由于西方部分人由于战争对人类造成灾难，产生对近代科学文化的厌倦、反感，流露出对东方精神文明的赞赏，滋长了他们狭隘的民族“自大狂”心理，出于贬低西洋文明，尊崇东方文明的心态，散布东方是精神型文明，西方是物质型文明，西方的物质文明比东方好，东方的精神文明比西方高的论调。他们强调发展东方固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希望儒学再度复兴并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这种论调一出现，即遭到当时进步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的驳斥。胡适说，“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一是精神的……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1]​“一切文明都少不了物质的表现”，“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2]​阐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依存的关系。
    陶行知也说，“现在有一班人，开口就说：西方的物质文明比东方好，东方的精神文明比西方高。这句话初听似乎有理，我实在是百索不得其解。”他明确指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合而为一的。”​[3]​就是说，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不存在单纯的物质文明与单纯的精神文明。可见其见解与其同乡同窗胡适基本相同。他们的见解实际接近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与精神辩证统一的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4]​“道”即精神文明，“器”即物质文明，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清末守旧者承袭程朱理学的道器观，割裂二者的统一性，认为中国的“道”比西方好，所不如的就是“器”，主张变“器”，不变“道”，有意扬“道”、抑“器”，抵制西方近代思想文化。而“爱国自大狂”们所散布的言论与之何等相似。一般说，一个民族有高度的物质文化，必然产生高度的精神文化；另一方面有高度的精神文化必然要反作用于物质文化，产生无穷的物质力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普遍意义所在。近代西方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远远高出当时的中国，不管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这是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在陶行知看来，“文化是生活的工具。”​[5]​他从“文化工具主义”出发，阐述了西方近代高度的物质文明与高度的精神文明的统一。他认为，“精神与物质接触必定要靠着工具。工具愈巧（P.33）则精神愈能向着物质发挥。工具能达到什么地方即精神能达到什么地方。”他举例说，动物以身体四肢为工具，所以其精神活动的地盘有限，人能创造“非身体的工具”，其精神活动的范围远远超过动物。文明人与野蛮人的最大分别在于，文明人能把“非身体的工具”发明得格外多，制造得格外精巧，运用的格外普遍。有了望远镜，人的精神就能到火星里去游览；有了显微镜，人的精神就能认识使人患痨病的不是痨病鬼，而是痨病虫。由于电话机的发明，第一次飞渡大西洋的飞行家林白能够从德国通电话同美国的老母对话。这既“是精神交通破天荒的成功，也是物质文明破天荒的成功。”​[6]​应该指出，陶行知把“文化”定义为“生活的工具”，同时又将动物的身体四肢社为“文化”意义上“工具”，显然是错误的；再者，论证中所列举的例子欠贴切，但他旨在说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二者的关系，则符合物质决定精神，精神依赖物质而存在的原则。而他论述中对西方近代文明所流露的赞赏，是与“爱国自大狂”们针锋相对，也有别于崇洋媚外的洋奴心态，是一种冷静、客观，公允的态度。
    所谓西方是物质文明，东方是精神文明的论调，其用意并不在排斥西方的物质文化，连五四时期最顽固可笑的林纾、辜鸿铭之辈也不会把西方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抵制。他们所要抵制的是潮水般涌入国门的近代西方各派社会思潮，企望维护儒家学说的地盘。这实际上是近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调在新时期的延续。对“中体西用论”，陶行知不无讥讽地说，那不过是既“要吸收科学而又不忍置所谓国粹者于不顾”。​[7]​可谓中的之语，恰到好处地描摹出保守者那种无可奈何的心态。
    胡适等人面对当时中国文化陷入深刻危机，面临西方近代文化严重的挑战。为了摆脱危机，赶上世界潮流，提出全面效法西方的“西化”主张，20年代末，这种主张演化为明确的“全盘西化论”。对此，陶行知不表认同。我们统览《陶行知全集》，找不到在这个问题上与胡适之辈引为同调的言论。恰恰相反，陶行知对那些醉心西化，亦步亦趋的人提出批评，认为“醉心西化，动辄效颦，而不知宜于彼者，未必皆宜于我”。​[8]​
    胡适一次在香港讲演时说，东亚大陆只有香港才能实行强迫教育、普及教育，并罗列了三点理由：第一，“有钱”；第二，“治安也好”；第三，“接近外人，可借镜的地方很多”。这是十足的洋奴口气。谁都知道香港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迫割让给英国后，完全沦为殖民地，基本上西化了。陶行知驳斥说，照胡适说来，要想普及教育，先把中国一起变为香港，再痛痛快快的来干它一个普及教育运动。他嘲笑胡适，到那时，“文学革命的巨子是一变而为英国远东殖民地普及教育之导师了。”​[9]​
    陶行知是个富有民族情感的人，他很重视继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1923年，他的致杭州友人的信中，对西湖一天天“上海化”表示优虑。西湖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格调高雅恬静，是我国独特的民族审美情趣的物化形态。建筑是观念文化的雕塑。西湖园林既是民族物质文化宝贵财富，同时也是精神文化最宝贵的财富。然而当时在西湖边上不断出现建造西洋房，甚至修公路，驾驶汽车游览。西湖快成了上海滩。陶行知对此极不以为然。他指出，上海人只可带些西湖化到上海，决不可带点上海化到西湖来。“我们愿有西湖化的上海，决不愿有上海化的西湖。”​[10]​可见陶行知很强调我们的建筑要有民族传统，要保持民族风格，体现本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其见解毫无疑问与“全盘西化论”对立。
陶行知既反对“爱国自大”者的论调，又反对“全盘西化论”，因为二者分别走向两个极端。那么，他究竟取什么态度呢？当时文化论坛上，出现过另一种观点即主张“新旧调和”。1919年（P.34）秋，章士钊在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发表讲话，鼓吹新旧调和。陈嘉异、枪父等人也纷纷发表文章附和其说，“折衷”，“调和”，的论调一时流行。在他们看来，西方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固然可以吸收，而我国固有文化中亦有好的东西，如精神文明、道德文明等，应该发扬光大。所以，他们主张促成新旧调和，力图达到，“国粹不灭，欧化亦成。”陶行知说过“发展我国固有文化”，​[11]​也赞同“旧的未必一定就坏，新的也并非必定就好”​[12]​云云，貌似“新旧调和”的话。那么，陶行知是不是赞同新旧调和呢？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我们认为，陶行知与调和论者主要有如下区别：  
第一，调和论者反对新文化运动，他们抓住新文学运动的某些弱点，企图整个否定新文化运动。他们说：“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极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画出一纪元，号之曰新。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13]​而陶行知则极力赞扬文学革命，讴歌新文化运动。他说：“‘文学革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尽管遭到了一些守旧的学者的激烈反对，却为年青人所热烈拥护。”由于提倡通俗文学，有利于开展平民教育，普及教育运动。陶行知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远不止这些，“这是一次对所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包括教育方面的传统价值观念用新观点新标准去加以评判的运动。旧传统被抛弃了，权威受到了冲击，旧信仰的基础破坏了。”​[14]​
    第二，调和论者声称要促成新旧调和，达到“国粹不灭，欧化亦成”。认为新旧文化的调和融合就象造纸一样，欧化如“破纸”，国故象“败布”，都是造纸所必需的原料，二者不可或缺，但对中国人来说：“整理国故”比“抄拾欧化”对世界文明更有贡献。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其倾向性在于“旧”即中国固有封建文化，而不在“新”即西方近代文化。可见“中体西用论”的幽灵仍在飘荡。调和论是“中体西用论”在新形势下的又一新的表现形式。
    陶行知则不然，在阐述自己对制定新学制的态度时说，“至于外国的经验，如有适用的，采取他；如有不适用的，就回避他。本国以前的经验，如有适用的，就保存他；如不适用的，就除掉他。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和旧。”​[15]​虽然当时中国文化落后，西方文化先进，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身的长处与短处。这种在“去与取”问题上，不问“新和旧”，只问“适不适”的态度，是那种“整理国故”胜于“抄拾欧化”论调不可相提并论的。陶行知以“适不适”作为“去”或“取”的评判标准同当时鲁迅等进步知识分子的态度相一致。如，“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16]​又如，“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17]​可见陶行知的思想大致与鲁迅、蔡元培等人为伍。
    陶行知不是一个调和论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现代，他有自己的见解，认为中国文化要适应世界潮流，应该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与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开一新纪元。他对中国画的看法很能反映这一观点。中国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独特画种，在世界美术之林中，独具体系，但到了清代完全走入模仿古人的死胡同。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文化出现危机，国画也陷入困境。有人以为中国画已穷途末路，无可挽救，倡言舍国画而学西画。有一次陶行知参观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国画展览，并看了刘海粟先生《倡国画》宣言，感慨地写下如下文字：“中国人画中国画，自是当然之事，现在也要提倡了，岂非奇事！仔细想来，这又何足为奇，中国文化那〔哪〕一样不是弄到这步田地呢？……我不是反对学外国画……我很希望全国画家抱着‘文艺复兴’的宏愿为国画开一新纪元。我更希望全国艺术教员还是自寻路走，不要蒙起头来跟人瞎跑。”​[18]​刘海粟先生当时正同一批进步画家致力于新国画运动。陶行知看了画展后，不禁为中国美术前途贺”。​[19]​这是中国画的发展方向，也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为了达到开中国文化新纪元的目的，陶行知认为，首先要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中西文化，用（P.35）他自己的话说即“用批评态度，介绍外国文化，整理本国文化。”​[20]​




    无知与短见是孪生兄弟，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造成了人们对西方社会的孤陋寡闻。人们往往容易以旧观念看待新事物。清末的顽固派将外国先进的科技视为“奇技淫巧”，作出错误的价值判断，就是对“无知”导致“短见”的最好的说明。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认识到这一点，掀起新文化运动，进行深层观念的更新。陶行知是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他有同样的感受。在他看来，造成对西方文化不能“明辨善择”还有观念的原因，人们老是以旧观念套新事物。他说清末我们就开始引进西学，当时的人们只是看“四书”用不着了，一律换为各种科学的教科书，标本、仪器很好看，挑拣最好看的买一套陈列，供客人观看。结果至今不见有什么科学的发明创造，不见有真正的科学家，“科学客倒遇见不少”。造成这一后果的症结在于当权者不过是些掌握固有“伪知识”的人，所以不能获得真知识，只能“从外国贩来了些与国情接不上的伪知识。”​[31]​在他看来，“书本的科学是洋版的八股”，​[32]​“‘老八股’与‘洋八股’虽有新旧之不同，但都是靠片面的工具来表现的，这片面的工具就是文字与书本。”​[33]​就是说，都是脱离实际，从书本到书本，以几千年形成的读四书五经，做八股文的方法来接受与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而把这种科学的知识体系所由产生的西方注重实际的实验主义、工具主义的科学方法遗弃掉。因此，陶行知嘲讽说，“在讲堂上高谈阔论的科学客，与蒙童馆里的冬烘先生是同胞兄弟”，一样无知。​[34]​
    1923年，梁启超表了《欧游心影录》，挑起“科学与玄学”的论战。陶行知把这场论战斥为洋八股与老八股之争。其见解中不无偏颇，但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切中要害。陶行知提出，不但要摈弃旧有的“伪知识”即老八股，而且要拒绝一切外来的“伪知识”即洋八股，去之之道在于思想上观念上的变革，他说，要明白：“二十世纪以后的世界，属于努力探获真知识的民族。凡是崇拜伪知识的民族，都要渐就衰弱以至于灭亡……这种生死关头，十分明显，绝无徘徊迟疑之余地。起个取真去伪的念头，是走向生路的第一步。”​[35]​就是要破除传统的死抱书本的陈规陋习，提倡注重实际，注重实验的风尚。这种为学方法表现在文化构建方面就是从现实出发，继承传统，从国情出发，吸收外来文化。
    如前所述，陶行知把“文化”视为工具，继承传统文化如此，吸收西方有用的文化也不是终极目的，同样是工具手段。所以，他很赞同蔡元培先生的话：我们的目的，“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36]​用陶行知自己的话说，“继承”与“吸收”是为了“自新”。他说“《说文》：‘新，取木也。’木有取去复萌之力，故新有层出不已之义。”​[37]​如果自己不能谋求“自新”，一味学人家，那么，“我们刚以为新，不知人家早已为旧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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